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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中运输“死体”行为

——基于三阶层体系下的讨论

宁波海事法院 吴胜顺、马娟

摘 要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保护的首要法益是国家野生动物资

源管理秩序（形式法益），该前提成立后，还要具体考量违法行为对

传统的人身、财产、生活安宁法益或者生态法益的侵害有无以及程度

（实质法益），只有同时具备上述两方面，才可能构成破坏野生动物

资源犯罪。就运输野生动物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本身的危害而言，破

坏野生动物资源罪既包括行为犯也包括结果犯，但就对人的生命、身

体、健康等法益的危害而言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是结果犯。一个犯

罪究竟是侵害犯还是危险犯，同样取决于法益保护的内容。以对法益

的现实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属于侵害犯，以对法益侵害的危险作

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属于危险犯。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相应的法益保护

不同，侵害犯与危险犯可以并存。该罪责任形式是故意，须明知为国

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即知道或者可能知道行为对象是

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。

关键词：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；法益保护；行为构造；责任形

式

引 言

近年来，多起非法收购、运输、购买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案引发

社会讨论，对于运输野生动物“死体”是否构成犯罪存在不小争议。我

国传统的犯罪论体系是以“客观”与“主观”为支柱建立起来的，亦即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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罪构成是犯罪客体、犯罪客观方面、犯罪主体、犯罪主观方面的有机

统一（以下简称四要件体系)。三阶层体系认为成立犯罪需要具备三

个要件，即构成要件符合性、违法性与有责性。虽然四要件体系与三

阶层体系在哲学基础、理论根基、具体观点等方面存在诸多不同，但

作为法解释学的刑法学是一项实践性工作，旨在为刑事司法服务，并

意图指导、检验刑事司法活动；犯罪论体系不是科学，而是技术1。

所以，即使习惯于以四要件体系办理刑事案件的司法工作人员，也可

以同时运用三阶层体系处理刑事案件。运输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死体

的行为是否构成运输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犯罪，实际涉及三个问题，

一是该罪的法益保护是什么；二是该罪的行为构造是什么；三是该罪

的责任形式是什么。本文拟从三阶层体系的司法运用展开讨论。

一、法益保护

刑法的目的就是保护法益，故正确认知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所

要保护的法益，对于界定此类犯罪的行为对象有着决定性的作用。2在

根据“野生动物”用语本身难以直接确定野生动物涵义的情况下，必须

明确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法益内容，根据法益保护内容去界定野

生动物死体是否符合法益保护的要求，进而决定其是否属于破坏野生

动物资源犯罪的行为对象——野生动物。法益的界定，是破坏野生动

物资源犯罪的行为对象界定的基础和关键。

对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法益的界定，有以下两个层面的争

1.〔日〕平野龙一:《刑法的基础》,黎宏译,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,第 193页。

2.在我国刑法中有五个与此有关的罪名，分别是：走私珍贵动物、珍贵动物制品罪，非法猎捕、杀害珍贵、

濒危野生动物罪，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珍贵濒危野生动物、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罪，非法狩猎罪，

非法捕捞水产品罪。第一个罪名位于刑法分则第三章“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”第二节“走私罪”之中，

后四个罪名位于我国刑法分则第六章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”中的“破坏环境资源保护罪”之中。前三个罪名

所保护的行为对象是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而非法狩猎罪或非法捕捞水产品罪所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

物以外的普通野生动物。由于实践中发生争议的是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界定的问题，因此本文所讨论的破

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问题主要是指前三个罪名，为论述的方便，在本文语境中，“野生动物”这一用语特指

刑法上有特定涵义的“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”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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议：一是是秩序法益说与实质法益论的争议，二是实质法益论中以生

态主义为中心、人类主义为中心抑或是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争议。

（一）秩序法益说

坚持传统“四要件”犯罪论体系的学者，将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

保护的法益（犯罪客体）表述为国家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或者管理

制度。笔者认为，这种表述存在一定疑问与缺陷。

首先，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秩序不能等同于野生动物本身，

也不意味着只要破坏了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就必然导致损

害野生动物。实践中，破坏了国家对于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但实质却

并未侵害野生动物的情形客观存在的且为数不少，如“深圳鹦鹉案”。

其次，之所以要在刑法中规定相关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条

款，是为了更有力地保护野生动物资源，而不是为了维护制度本身，

即便说刑法要维护这一制度，也是因为这一制度有利于野生动物资源

的保护。因此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立法目的不是关于野生动物

保护的制度本身。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制度只可能是手段，而不能是目

的。

（二）实质法益论

近年来，随着生态保护日益被重视，很多学者开始采取实质法益

论的立场。实质法益论中有着几种不同的观点，其中最主要的分歧是

在法益内容的具体界定上秉持何种立场，分为生态中心主义、人类中

心主义和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。

1.生态中心主义的法益论

生态中心主义，也被称为非人类中心主义，该立场主张环境刑法

所保护的法益不能局限于人类自身的利益，应当还包括独立的生态法

益的价值，即生态本身的利益应独立地、不取决于人类而得到保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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但这种认识显然不能成立，最为典型的是，刑法对危害人类的物种、

生物等进行灭杀的行为，并没有予以禁止。这表明我国刑法没有采取

纯粹生态学的法益论。

2.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论

该立场主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的法益仅限于人的利益，只有

人的利益才是刑法值得保护的。人类中心的法益论，是一种容易被人

接受的理论。因为所谓法益，是指刑法所保护的人的生活利益。3但

是，在当今时代，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亦存在疑问。比如，行为人猎捕、

杀害一只大熊猫，不可能对任何人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造成任何危险。

国外没有大熊猫，不意味着国外人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一直遭受危险。

4

3.生态学的人类中心主义的法益论

正是由于人类中心的法益论与生态学的法益论均存在缺陷，故出

现了将二者结合起来的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。生态学的人类中

心的法益论认为，水、空气、土壤、植物、动物作为独立的生态学的

法益，应当得到认可，但是，只有当环境作为人的基本的生活基础而

发挥机能时，才值得刑法保护。5生态中心论并不是脱离人类利益去

抽象地看待环境法益，保护环境的最终目的仍是保护人类利益，但这

种人类利益是一种未来的、预期的利益，就现实保护而言，只能转移

为保护与人类生存密切联系的现实整体环境。”6

（三）本文观点

笔者认为以上各类法益之间应存在一定的位阶关系，而非侵犯任

何其中一种法益即可构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。笔者将根据法益概念

3.张明楷：《法益初论》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，2003年，第 166页以下。

4.张明楷：《污染环境罪的争议问题》，《法学评论（双月刊）》2018年第 2期（总第 208期），第 3页。

5.Ｖｇｌ．Ｇｒａｍｅｒ／Ｈｅｉｎｅ，ｉｎ：Ｓｃｈ ｎｋｅ／Ｓｃｈｒ ｄｅｒ Ｓｔｒａｆｇｅｓ

ｅｔｚｂｕｃｈ Ｋ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，２６．Ａｕｆｌ．，２００１，Ｓ．２４８０．

6.周光权：《刑法各论》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 421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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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解释论机能及其实现路径7，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的法益进行判

定。

首先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保护的首要法益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

管理秩序（形式法益）。只有违反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的行为，

才有可能成立本罪，没有违反任何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的行

为，即便对传统的人身、财产、生活安宁法益或者生态法益造成重大

侵害，也不构成本罪 （但不排除成立其他犯罪）。理由如下：破坏

野生动物资源罪属于典型的行政犯，这不仅因为其在刑法典中的体系

地位，即属于“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”“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”

章，更因为其基本罪状表述为“非法猎捕、杀害”、“非法收购、运输、

出售”、“违反狩猎法规”等表述。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作为

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的首要法益，具有在形式上限制本罪处罚范围的

作用。犯罪构成要件法益保护的内容决定刑法规定该犯罪、设立该条

文的目的，根据目的论解释可以从形式（定性）上划定具体罪刑规范

的适用范围，实现刑罚处罚范围的明确性。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作为

行政犯，其首要目的就是确保国家建立的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得到

遵守，一旦违反这一法定秩序并达到一定程度，便需动用刑罚来确保

秩序的有效性。因此，违反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是破坏野生动

物资源行为构成犯罪的前提，不具备这一行政违法属性的行为无论如

何也不应考虑构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，否则将违反刑法规定本罪的

规范目的。

其次，在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行为违反了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

序的前提下，还要具体考量违法行为对传统的人身、财产、生活安宁

法益或者生态法益的侵害有无以及程度 （实质法益）。只有同时违

7.根据法益概念的解释论机能及其实现路径，个罪的司法适用应当首先确定其法益保护的内容，然后在此

基础上明确其法益保护的限度，最终方可进行罪与非罪的判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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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并侵犯传统的人身、财产、生活安宁法

益或者生态法益的行为，才可能构成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。在此，

生态学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是值得赞成的一种学说。首先，野生动物

作为独立的生态学的法益，应当得到认可，将野生动物本身作为法益

保护无疑会使犯罪前提成立。其次，法益必须与人有关联，刑法的目

的是保护“人”的利益，只有人的利益才值得受到刑法的保护。也可以

说，刑法对任何对象的保护都必须从人的利益出发来理解。对于本罪，

刑法对野生动物资源的保护实际上是对人的生活利益保护，其法益保

护是维持人类存续的资源环境，从资源整体角度来看，人类仅是自然

资源系统中的一个部分，自然资源的整体性与独立性并不以人的意识

为转移，只有保护好人类自然生活空间里的种种生态形态，如野生动

物世界，才能最终保护好人的生命、身体法益......保护野生动物资源

的最终目的仍是保护人类利益，但这种人类利益是一种未来的、预期

的利益，就现实保护而言，只能转移为保护与人类生存密切联系的现

实整体野生动物资源。

综上，刑法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犯罪有关表述，既包括行为给野生

动物本身造成的破坏，也包括行为因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而给人的生

命、身体、健康等造成严重危险以及实害的情形。一方面，即使某一

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的行为没有直接对人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造成严重

危险或者实害，但只要给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资源本身造成了严重的

破坏，便构成该罪。另一方面，虽然该行为目前对珍贵、濒危野生动

物资源本身的破坏似乎不严重，但如果由于该破坏威胁到了生态平

衡，危及了尚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等权利，是通过

破坏野生动物资源进而侵害了个人的生命、身体、环境权等法益，仍

可能构成该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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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践中，被查获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活体，案件审结后，会交

给野生动物主管部门、自然保护区代为驯养或者放归自然，被破坏的

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资源得到恢复，尚有挽回的余地；而野生动物死

体，在案件审结后，这些野生动物死体往往只能销毁处理，这给珍贵、

野生动物资源的破坏是永久性的，不可逆转的，严重破坏物种多样性，

进而损害了现存人以及未来人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资源的保全相关

的利益，故野生动物死体在刑法中应定性为野生动物，非法运输珍贵、

濒危野生动物死体的行为侵犯了刑法第 341条保护的法益。从解释学

的角度看，我国刑法第 341条将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

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和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国家重点保护的

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制品行为放在同一罪名中规定，根据举轻明重原

理，上述野生动物作包括活体和死体的解释，符合该罪法益保护理论。

二、行为构造

有观点认为，单纯地运输野生动物死体行为不能对运输人以破坏

野生动物资源罪追加刑事责任，理由无非是该行为未对现有的资源造

成破坏。笔者认为该观点难以成立。对此，要把从破坏野生动物资源

罪行为基本构造方面予以分析。

（一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是行为犯还是结果犯

关于本罪的行为构造，刑法理论上有不同的表述。有三种观点：

结果犯；行为犯；既是结果犯，也是行为犯。一般认为，行为犯指以

犯罪行为的完成作为既遂标志的犯罪；结果犯指不仅要实施具体犯罪

构成要件的行为，而且必须发生法定的犯罪结果才构成既遂的犯罪。

8行为犯是行为与结果同时发生的犯罪，不存在因果关系问题；结果

犯则是行为与结果之间具有时间间隔的犯罪，需要认定行为与结果之

8.高铭暄、马克昌主编：《刑法学》，北京大学出版社、高等教育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 149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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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的因果关系。就运输野生动物行为对野生动物资源本身的危害而

言，笔者认为该罪既包括行为犯也包括结果犯；但就对人的生命、身

体、健康等法益的危害而言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是结果犯。刑法第

341条中“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”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

物”，显然，这些情形属于行为犯；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发生在

我国管辖海域相关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二）》第六条第一款规定的

第（一）至（三）的三种情形、第二款规定的第（一）至（三）的三

种情形，是对人类中心的法益的侵害，都属于结果犯。“价值在五十

万元以上的”“非法获利在二十万元以上的”，表面上不是对公共财产

的损害，实际上可以推定是通过损害公共财产等利益所得。9

（二）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是危险犯还是侵害犯

刑法理论通说认为，结果是对法益的侵害或侵害的危险。10其中

“侵害的危险”不是指作为行为属性的危险，而是指作为结果的危险。

笔者认为，一个犯罪究竟是侵害犯还是危险犯，同样取决于法益保护

的内容。以对法益的现实侵害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属于侵害犯，以对

法益侵害的危险作为处罚根据的犯罪属于危险犯。因为破坏野生动物

资源罪相应的法益保护不同，故侵害犯与危险犯可以并存。由于刑法

第 341条所涉罪名只需要实施了非法运输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就足以

成立犯罪，而对人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等人类中心的法益造成的危险，

是以情节严重、情节特别严重为前提的，所以，当行为产生情节严重、

情节特别严重的实害时，便既是侵害犯也是危险犯。

危险犯还可以进一步分为具体的危险犯与抽象的危险犯，具体的

9.该条规定：“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珊瑚、砗磲或者其他珍贵、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，具有下列情

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‘情节严重’：（一）价值在五十万元以上的；（二）

非法获利在二十万元以上的；（三）具有其他严重情节的。”“非法收购、运输、出售珊瑚、砗磲或者其他

珍贵、濒危水生野生动物及其制品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当认定为刑法第三百四十一条第一款规定的‘情
节特别严重’：（一）价值在二百五十万元以上的；（二）非法获利在一百万元以上的；（三）具有其他特

别严重情节的。”
10.[日]平野龙一：《刑法总论》，有斐阁，1972年，第 118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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危险犯中的危险是在司法上以行为当时的具体情况为根据，认定行为

具体发生侵害结果的紧迫危险；抽象的危险犯中的危险不需要司法上

的具体判断，只需要以一般的社会生活经验为根据，认定行为具有发

生侵害结果的危险即可。当罪名针对人类中心的法益成立危险犯时应

属于抽象的危险犯，因为非法运输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行为对人类中

心的法益的侵犯，不是对特定个人的侵犯，而是对不特定多数人的侵

犯；不只是对现存人的法益的侵犯，而且包括了对未出生的子孙后代

的法益的侵犯；人与野生动物资源的关系以及对野生动物资源侵害的

不可逆性、非恢复性，同时意味着对人类中心法益威胁的严重性。至

于对未出生的子孙后代的生命、身体、健康等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，

则更不可能是具体的危险犯。

三、责任形式

罪过是认识因素与意志因素的统一，行为人的认识错误，既可能

影响罪过的有无或形式，也可能影响犯罪形态等等。破坏野生动物资

源罪成立要求责任形式为故意，行为人必须明知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

贵、濒危野生动物仍实施相应的犯罪行为。对于明知的内容该如何界

定的问题，学者们存在三种不同的争议。有人认为，行为人必须明知

其行为对象为何种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即对该种珍贵、濒危野生动

物的具体名称、价值和作用有一定了解，但对于是否明知该种野生动

物系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品种不作要求。有人认为，行为人必须

明知自己的行为对象为具体哪一级别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即明知

其行为系刑法所禁止而故意为之，具有较大社会危害性。有人认为，

行为人无需明知其行为对象的野生动物名称和具体级别，只要求明知

行为对象为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即可。笔者认为，故意的成立要求行

为人对符合构成要件的事实具有认识，但不要求对属于责任要素的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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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事实具有认识，亦即不可能要求行为人认识到自己已经明知自己的

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。具体情况可以分为以下两种情况：1.明

知不可为而故意为之，行为人明确知道是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

野生动物，而积极主动追求危害结果的发生，此为直接故意，构成犯

罪。2.行为人根据自身的以往经验，意识到自己行为的对象可能是国

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仍然抱着侥幸心理或者不管不顾

的心态，放任危害结果的发生，此时行为人主观上为间接故意，也构

成本罪。因为受行为人认识程度、知识水平等限制，要确切的知道珍

贵、濒危野生动物的级别比较难，这需要专业知识，不利于打击破坏

野生动物资源的犯罪，故并不要求行为人必须认识到属于国家重点保

护野生动物的具体级别。

结 论

在三阶层体系下对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的法益保护、行为构造、

责任形式展开讨论，从法益保护上看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保护的首

要法益是国家野生动物资源管理秩序，实质法益上则应当采取生态学

的人类中心的法益论。从行为构造上看，相对于人类中心的法益而言，

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是结果犯；相对于生态学的法益而言，破坏野生

动物资源罪既可能是行为犯，也可能是结果犯；而相对于人类中心的

法益而言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的基本犯大体上是抽象危险犯，但相

对于生态学的法益而言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的基本犯则是侵害犯。

从责任形式上看，破坏野生动物资源罪以行为人故意为条件，即行为

人明知为国家重点保护的珍贵、濒危野生动物，包括直接故意，也包

括间接故意。


